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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真相时代媒介传播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事实逻辑逐步让位于情感逻辑，情绪化表达成为短视频内容

生产与传播的核心范式，持续重塑公众信息接收、解读、记忆留存的全链条认知模式。本文系统梳理国

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后真相语境下短视频情绪化表达与传播认知效应的核心特征，从情绪化表达的

生成动因、传播机制、多层认知效应、研究局限及未来趋势五个维度展开系统性综述。现有研究已厘清

算法赋能、流量驱动与公众共情助推情绪传播的底层逻辑，证实短视频情绪化表达对个体认知、群体舆

论、社会认知生态具备双向影响。但当前研究仍存在跨学科融合不足、实证范式单一、效应边界模糊、

智能场景研究滞后等问题。未来研究需推进多学科理论耦合，创新量化实证研究范式，聚焦智能传播场

景下的认知异化规律，构建完善的内容治理与认知引导体系，为规范短视频传播生态、重塑公众理性认

知秩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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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truth era, factual logic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emotional logic in media commu-
nication. As a dominant content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short videos, emo-
tional expression profoundly reshapes the public’s whole cognitiv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recep-
tion, interpretation and memory.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hort-video emotional ex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eration motivat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ve effects, re-
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Existing studies have clarifie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emo-
tional communication driven by algorithms, traffic mechanisms and public empathy, and verified 
its two-way cognitive impacts on individual cognition, group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cognitive 
ecology.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still faces deficienci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ingle empirical paradigm, ambiguous cognitive effect boundaries and lagging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Future studies should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theo-
retical innovation, promote quantitative and experimental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xplore the cog-
nitive alienation rules under algorithm-base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governance and cognitive guidance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short-video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public ra-
tion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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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互联网普及与智能推荐算法迭代，推动短视频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社交表达与舆论生成的核心

媒介，彻底颠覆传统图文、长视频的传播格局[1]。后真相时代的核心传播特征体现为情感优先级超越事

实逻辑，公众的主观情绪、价值认同与群体归属，逐渐取代客观事实与理性逻辑，成为主导信息解读与

认知判断的核心依据[2]。不同于传统媒介坚守事实本位、理性叙事的传播范式，短视频依托视听融合、

碎片化传播、强社交互动的媒介属性，形成情绪优先、事实后置的传播特征，使得情绪化表达成为短视

频内容生产的主流趋势[3]。 
在平台流量机制、算法精准推送、创作者逐利诉求与大众情感需求的多重耦合作用下[4]，短视频内

容生产逐渐弱化事实考据与逻辑推演，通过冲突化叙事、情绪化剪辑、倾向性配乐、夸张字幕渲染等编

码方式，刻意放大单一情绪维度，简化复杂事件逻辑，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情绪化传播范式[5]。这种

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理性传播的认知边界，对个体认知加工、群体舆论演化、社会认知生态产生双重影

响。一方面，正向情绪传播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激活公共参与、缓释社会情绪[6]；另一方面，过度情绪

化表达易诱发认知偏差、舆论极化、公共理性消解等传播乱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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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围绕短视频情感传播、后真相舆论治理、用户认知偏差等领域已积累一定研究成果[8] [9]，
初步阐释了情绪传播的表层特征与基础影响，但现有研究多为碎片化、局部性探讨，尚未构建“后真相

语境–情绪化表达–认知效应”的完整研究框架，对情绪传播的深层作用机理、认知异化逻辑、效应边

界界定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系统整合国内外前沿文献与实证成果，梳理该领域研究脉

络、核心成果、现存短板与发展趋势，完善后真相时代认知传播理论体系，为短视频行业规范化发展、

公众理性认知培育、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2.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后真相传播、短视频情绪化表达与媒介认知干预的研究起步较早，依托传播学、认知心

理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多学科交叉视角，形成了以技术机制、认知心理、舆论博弈为核心的立体化

研究体系，量化实证研究成果丰富。在核心理论层面，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情感现实理论，界定后真相时

代的传播本质，指出情绪共鸣与主观价值认同已取代客观事实，成为主导公共舆论与公众认知的核心要

素，情绪化内容的传播影响力、穿透力显著优于纯事实性内容，为短视频情绪传播研究奠定了核心理论

基础[3]。诸多基于 TikTok 等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实证研究证实，创作者可通过语调调节、节奏优化、戏剧

化加工等技术手段强化情绪渲染，精准干预用户感官认知，降低受众对虚假信息、片面信息的甄别能力，

实现情绪对事实认知的定向干预[10] [11]。 
在算法赋能与情绪驯化研究层面，国外前沿研究提出算法共情概念，打破传统人工情绪渲染的研究

局限，证实智能算法可模拟人类情感逻辑，匹配用户情绪偏好，实现情绪化内容的精准推送[4]。平台通

过用户画像与大数据建模，对受众开展持续性情绪驯化，让用户在碎片化浏览中形成情绪前置的认知惯

性，重构信息筛选与认知判断的底层标准[4] [12]。同时，流量优化机制催生的情绪预对齐效应，让用户

在形成稳定价值认同前完成情绪适配，催生结构性认知偏差，成为短视频认知异化的核心技术诱因[13]。 
在认知偏差与舆论效应研究层面，国外学界重点探究情绪化短视频的负面传播影响，证实短视频评

论区的高赞情绪化评论具备显著舆论压制效应，可稀释、掩盖中立理性观点，通过用户二次互动完成情

绪导向的框架重构，加剧公众认知片面化与极端化[14] [15]，推动公共舆论向二元对立方向演化[16] [17]。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侧重技术底层逻辑与微观认知心理的量化分析，研究范式科学规范，但存在场景适

配性不足的短板，缺乏贴合中国本土舆论生态的针对性研究，且对情绪化表达的正向认知赋能价值研究

较为薄弱。 

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立足中国网络舆论生态与短视频传播特色，聚焦情绪化表达的生成动因、传播机制、认知

效应与风险治理四大方向，形成了适配本土传播实践的研究成果，同时厘清了本土化场景下核心概念的

内涵边界[8]。后真相在短视频场景中呈现出具象化、视觉化、场景化特征，形成情绪主导认知、认知定

义事实的传播闭环[2] [18]。短视频情绪化表达是创作者基于流量诉求或主观倾向，通过内容编码、剪辑

加工、符号包装强化情绪输出、弱化事实逻辑的传播行为，主要包含框架化情绪建构、感官化情绪刺激、

模板化情绪输出三大范式，其产生的传播认知效应覆盖个体、群体、社会三个层级，具备持续性、渗透

性特征。 
在生成动因研究方面，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短视频情绪化表达是多重要素耦合的结果。技术层面，短

视频视听一体化、碎片化的传播形态，适配大众轻量化、感官化的认知习惯，为情绪快速传播提供载体

[1]；平台层面，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赋予高情绪内容更高传播权重，形成情绪越强、流量越高的正向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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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倒逼创作者批量生产情绪诱饵内容[13] [19]；用户层面，后真相时代公众信息需求从事实获取转

向情感体验，通过情绪共鸣实现群体归属与情绪宣泄，主动接纳和传播情绪化内容[5]；生产层面，自媒

体与普通创作者为降低创作成本、提升传播热度，刻意简化事实逻辑、强化情绪输出，推动情绪化表达

成为主流创作范式[5] [20]。 
以社会公共突发事件短视频传播为例，部分短视频创作者受流量机制驱动，截取事件冲突片段，借

助特写镜头、急促背景音乐、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字幕完成内容编码。从生成动因看：平台算法给予冲突

情绪类内容更高曝光权重(平台动因)；创作者剪辑省略事件前因后果，降低内容生产成本博取播放量(生
产动因)；用户在碎片化刷取短视频过程中，寻求情绪宣泄与情感共鸣(用户动因)，多重因素共同催生情

绪化表达内容。 
在传播机制研究方面，国内研究通过案例推演与实证分析，明确了短视频情绪传播的三大核心机制。

一是联想唤醒机制，短视频依托特写镜头、氛围感配乐、夸张字幕等视听符号，唤醒用户情感记忆，快

速实现情绪共鸣[21]；二是场景共情机制，具象化的场景叙事拉近受众与公共事件的心理距离，弱化理性

思辨意愿，催生情感优先的认知判断[20]；三是群体共振机制，个体情绪通过社交互动持续扩散，最终形

成规模化群体情绪，推动情绪极化[22] [23]。该类短视频充分调动三类机制：其一为联想唤醒机制，受害

者特写画面、悲伤向配乐等视听符号，唤醒受众过往相似经历的情感记忆，短时间内完成情绪唤醒，而

无需完整了解事件背景；其二为场景共情机制，视频构建沉浸式现场叙事，拉近受众和公共事件心理距

离，受众代入当事人处境，优先产生同情或愤怒情绪，弱化对多方证据的理性考究；其三为群体共振机

制，高情绪短视频经过转发、评论区高赞情绪化评论加持，个体情绪不断聚合，形成群体情感共同体。

同时，部分研究指出，短视频通过悲情与戏谑叙事的双重耦合，构建话语操控体系，催生虚假情感共同

体，加剧认知同质化与舆论极端化[24]。 
在认知效应与治理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秉持辩证研究视角，明确情绪化表达具备双向传播价值。正

向层面，情绪化短视频可快速捕捉社会热点、传递民生诉求、激活公共议题关注度，凝聚正向社会情感，

助力主流价值传播与社会共识建构[6]；负向层面，长期接触情绪化内容会弱化公众事实甄别能力，固化

认知偏见，诱发群体舆论极化，消解网络公共理性[7] [17]。在治理层面，现有研究主要从算法优化、内

容审核、媒介素养提升、行业规范建构四个维度提出规制策略，旨在平衡情绪传播价值与认知风险，净

化短视频传播生态[25]-[27]。 

3. 短视频情绪化表达的传播认知效应机制与具象表现 

3.1. 情绪化传播诱发认知加工异化 

后真相语境下，短视频情绪化表达彻底颠覆受众传统理性认知加工范式，推动公众认知从事实解码、

逻辑思辨、理性研判向情感体验、情绪感知、主观认同转型。传统媒介认知以完整事实梳理、严谨逻辑

推演为核心，受众通过整合多元信息形成客观认知，而短视频情绪化内容依托高强度视听刺激，直接规

避理性思辨环节，触发本能式情绪反应，构建情绪优先、事实滞后的认知加工逻辑，从根源上重构用户

认知路径[2] [9]。 
这种非理性加工模式会诱发三类持续性、固化性的个体认知偏差。其一为认知片面化偏差，短视频

受时长与情绪表达需求限制，采用碎片化、局部化叙事，割裂事件完整发展脉络与多元逻辑，受众仅凭

单一情绪场景形成整体认知，极易产生以偏概全的判断误区[9]。其二为认知固化偏差，算法同质化推送

构建信息茧房，持续推送适配用户固有偏好的情绪化内容，不断强化固有认知，弱化多元信息的修正作

用，固化片面价值偏见[13] [28]。其三为记忆错位偏差，高强度情绪化视听内容具备更强的感官冲击力与

记忆留存度，逐步弱化用户对客观事实的记忆印记，导致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认知被情绪体验主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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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记忆脱节的认知问题[7] [21]。 
个体层面，受众仅凭片段画面形成片面判断，产生认知片面化；算法持续投喂同类情绪内容，进一

步固化个体固有偏见，甚至出现对事件关键事实记忆模糊、只留存情绪感受的记忆错位现象。 

3.2. 情绪共振驱动舆论极化演化 

短视频兼具传播属性与社交属性，可推动个体情绪化认知突破个体边界，扩散为规模化群体认知效

应，是后真相时代舆论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情绪传播初期，短视频依托沉浸式场景叙事与强感染力视听

符号，触发大众普遍共情，让受众快速适配视频承载的悲情、愤怒、感动等强情绪，构建临时性群体情

感共同体[20]。在转发、评论、二次创作等社交互动的加持下，个体情绪持续扩散，形成全域性情绪传播

浪潮[21] [22]。 
群体情绪持续发酵过程中，会产生显著的认知趋同效应。身处集体情绪氛围中的个体，受群体心理

机制影响，会主动放弃独立理性思考，迎合群体主流情绪，形成理性沉默、情绪狂欢的传播格局[14] [16]。
随着传播范围扩张，极端情绪被持续放大提纯，中立理性观点被边缘化，复杂的社会公共事件被简化为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叙事，彻底消解事件的多元属性与复杂逻辑。相较于传统图文媒介，短视频视觉化

的情绪表达感染力更强、扩散速度更快，其引发的群体认知极化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极易诱发大规模

网络舆论冲突与认知对立[15] [17]。群体层面，评论区理性声音被淹没，舆论快速走向二元对立，出现舆

论极化；部分参与者不再关注事实真相，转而站队宣泄情绪，放大网络对立冲突。 

3.3. 传播范式重构认知生态格局 

从宏观社会认知生态视角分析，短视频情绪化表达的常态化传播，深度重构后真相时代的公共认知

秩序，呈现正向重构与负向异化并存的二元格局。在正向维度，情绪化短视频具备极强的社会敏感度与

大众贴合度，可快速捕捉社会热点、传递基层诉求，打破传统主流媒介的传播壁垒与信息差[6]。感动、

自豪、悲悯等正向情绪并非简单情感宣泄，拥有清晰的社会赋能路径：首先，正向情绪唤起能够激活亲

社会行为动机，推动公众产生同情帮扶、志愿参与、公益转发等现实与线上行动；其次，共同正向情绪

体验能够强化群体身份认同，弥合圈层隔阂，促成社会共识凝聚；最后，情绪化叙事降低主流价值传播

的理解门槛，以共情代替说教，提升主流叙事的感染力与接受度。以重大公共事件相关短视频传播为例，

大量记录普通人坚守奉献的短视频，通过人物特写、纪实镜头、温情配乐等情绪化表达唤起公众感动与

民族自豪感。受众在情绪卷入之后，并非停留在单纯情绪宣泄，而是转化为致敬、支持、公益捐助等亲

社会实践，不同圈层受众在共同正向情感体验之下形成社会团结，充分展现正向情绪动员的社会价值。

需要指出，并非所有情绪动员都具备社会建设性，本文尝试从叙事目标、事实基础、话语导向、实践后

果四个维度，提出建设性情绪动员与破坏性情绪煽动的区分理论标准： 
1) 事实基础维度。建设性情绪动员尊重事件完整事实，不刻意裁剪关键信息；破坏性情绪煽动刻意

剪辑、隐瞒背景、编造细节，依靠片面虚假信息激发情绪。 
2) 叙事目标维度。建设性情绪动员指向问题解决、公共关怀、价值弘扬；破坏性情绪煽动以制造对

立、宣泄仇恨、博取流量为目标。 
3) 话语框架维度。建设性情绪动员保留讨论空间，不使用绝对化、标签化二元对立话语；破坏性情

绪煽动将复杂事件简化非黑即白，开展道德审判、身份攻击。 
4) 实践后果维度。建设性情绪动员促成协商对话与社会改良；破坏性情绪煽动诱发网暴、圈层撕裂、

非理性冲突。 
该区分标准说明，情绪本身不是问题，情绪表达是否依附完整事实、是否指向公共善、是否保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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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话空间，才是判别良性与恶性情绪传播的关键。这也为后续平台治理、内容评判提供理论参照。温

情、奉献、励志等正向情绪化内容，能够凝聚社会积极情感，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理性讨论，助力主

流价值传播与良性社会共识建构，推动社会认知生态正向迭代[6]。 
在负向异化维度，长期情绪主导的传播格局持续破坏良性认知生态，引发多重深层治理问题。一是

事实权威消解，常态化的情绪优先传播模式，弱化公众求真意识与对客观事实的敬畏心态，潜移默化塑

造情绪即真相的错误认知逻辑，颠覆事实本位的传统认知体系[2]。二是公共理性流失，网络公共讨论空

间逐渐被情绪宣泄、道德审判、对立指责占据，理性思辨、多元对话的公共氛围持续弱化，社会公共理

性精神不断消解。三是社会认知撕裂，不同立场的情绪化叙事催生差异化认知群体，群体间话语对立与

认知分歧持续加剧，放大网络圈层壁垒与社会认知裂痕，是舆情乱象频发、反复发酵的深层诱因[16] [17]。 

4. 现有研究局限与不足 

4.1. 理论体系碎片化 跨学科融合不足 

当前该领域研究多依托传统传播学、新闻学理论，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

工智能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多数研究停留在表层现象描述与经验总结，侧重梳理情绪

化传播的外在特征与直观影响，未能从神经认知机制、群体心理演化、算法底层逻辑等深层维度，系统

拆解认知效应的生成机理与作用路径。同时，学界尚未构建适配后真相场景的短视频情绪认知传播专属

理论模型，现有研究结论零散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框架整合，未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难以精准解

释复杂场景下的认知传播现象[8] [12]。 

4.2. 实证研究薄弱 量化分析不足 

国内现有研究存在重定性、轻定量的突出问题，研究范式单一且科学性不足。学界研究多以理论思

辨、案例分析、现象梳理为主，依托典型舆情事件总结表层传播特征与影响，缺乏大数据分析、认知行

为实验、眼动神经实验、结构方程建模等科学化实证范式支撑[6] [23]。现有研究多笼统阐释情绪化表达

的整体认知影响，无法精准量化不同情绪类型、表达强度、叙事框架、剪辑风格对个体认知与群体舆论

的差异化作用，难以界定认知效应的传播范围、持续时长与影响阈值，研究结论主观性较强，精准性与

说服力不足，难以形成可落地的量化研究成果。 

4.3. 效应研究失衡 边界界定模糊 

现有研究存在显著的视角失衡问题，呈现重负面、轻正向的研究偏向。多数研究聚焦情绪化表达引

发的认知偏差、舆论极化、社会认知撕裂等负面效应[7] [14] [15]，侧重风险治理策略探讨，对情绪化表

达的社会赋能价值、共识凝聚功能、情绪缓释作用等正向效应研究较为匮乏，未形成辩证全面的认知研

究体系。同时，学界尚未明确界定良性情感传播与恶性情绪宣泄的核心边界，未厘清情绪化表达的合理

传播阈值与失度风险边界，无法精准区分不同场景下情绪表达的认知价值与危害，导致治理研究缺乏精

准判定标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有限。 

4.4. 场景研究滞后 智能传播适配不足 

当前研究多基于传统人工创作短视频的传播场景展开，无法适配智能技术迭代后的全新传播格局。

随着 AIGC 技术普及，AI 生成短视频、算法精准共情、沉浸式短视频、虚拟数字人情绪传播等新型形态

快速落地，智能算法从被动内容推送转向主动情绪驯化，AI 可批量模拟真实情感叙事、构建虚假情绪场

景，彻底改变了情绪传播的生产模式与认知干预逻辑[29]。但现有学界研究尚未跟进前沿智能传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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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型情绪化表达的传播特征、认知效应、异化风险存在明显研究空白，研究的时效性、前沿性严重不

足[28] [29]。 

5. 未来研究展望 

5.1. 深化跨学科融合 构建系统化理论体系 

未来研究需打破单一学科壁垒，推进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学、社会学的深度

耦合，立足后真相传播特质与短视频媒介属性，深挖情绪传播与公众认知加工的底层逻辑[8] [21]。通过

理论整合、模型建构、机制拆解等方式，厘清情绪化表达、传播过程、认知效应生成的内在关联，搭建

“场景–内容–传播–认知–反馈”的全链条研究框架，填补系统化理论研究空白，完善后真相认知传

播理论体系，为后续实证研究与实践治理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5.2. 创新实证范式 开展精准量化研究 

突破传统定性思辨局限，构建多元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体系。依托大数据爬虫技术采集主流短视

频平台情绪传播数据，系统梳理不同情绪类型的传播规律与认知差异。结合眼动实验、认知行为实验、

神经科学实验等微观研究范式，精准观测受众认知加工的动态变化，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各变量影响

权重，精准测算认知效应的作用强度、传播范围、持续周期与临界阈值，明确情绪传播的合理边界，为

短视频内容治理、公众认知引导、舆情风险防控提供精准数据支撑[6] [21]。 

5.3. 平衡研究视角 完善双向效应研究体系 

修正重负面、轻正向的研究失衡问题，构建辩证均衡的双向效应研究体系。一方面，深化正向认知

效应研究，重点探究良性情绪化表达在凝聚社会共识、传递主流价值、缓释社会情绪、激活公共参与、

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等方面的赋能机制，充分挖掘情绪传播的正向社会价值。另一方面，细化负面认知风

险研究，拆解极端情绪宣泄、恶意情绪炒作、对立情绪煽动的演化路径与认知危害，结合不同传播场景

与受众特征，明确情绪传播的责任边界与规范标准，构建正向引导与负面规制相结合的完整研究体系。 

5.4. 聚焦智能场景 跟进前沿传播研究 

紧跟智能媒介技术迭代趋势，聚焦 AIGC 短视频、算法精准共情、沉浸式传播等新型智能场景，开

展前沿创新性研究。重点探究智能技术赋能下情绪化表达的全新生产模式与传播特征，解析算法主动情

绪驯化、AI 虚假情感叙事、沉浸式情绪刺激对用户认知结构、认知逻辑、认知行为的新型干预机制。研

判智能后真相时代认知偏差、舆论极化、认知撕裂的新形态、新风险，构建适配智能传播时代的内容治

理、算法规制、认知引导体系，填补智能场景研究空白[29]。 

5.5. 立足本土场景 强化实践应用研究 

未来研究需摒弃西方理论机械套用，深度贴合中国本土舆论生态、社会文化语境与短视频传播特色，

开展本土化实践研究。结合国内热点舆情事件，梳理本土场景下短视频情绪传播的演化规律、认知影响

与极化机制，依托国内平台监管规则、网络治理体系、用户媒介素养现状，探索适配我国国情的情绪传

播规范路径、公众理性认知培育策略与舆论生态优化方案。聚焦本土传播痛点，产出兼具理论深度与落

地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短视频行业规范发展、网络生态净化、公众理性认知塑造提供实践指导。 

6. 结语 

后真相时代彻底重塑了媒介传播的核心逻辑，情绪取代客观事实成为短视频传播与公众认知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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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导要素，短视频情绪化表达的传播认知效应，深刻变革个体认知加工模式、群体舆论演化格局与

社会公共认知生态。当前学界已初步厘清短视频情绪化表达的生成动因、传播机制与基础认知效应，但

整体研究仍存在理论体系碎片化、实证研究精准性不足、研究视角失衡、智能场景研究滞后等短板。未

来研究需立足智能传播全新场景，深化多学科理论融合，创新实证研究范式，兼顾情绪化表达的双向认

知效应，聚焦本土传播实践问题持续完善研究体系。通过深度拆解情绪传播的认知作用机理，构建科学

的价值引导与风险治理机制，实现情绪传播价值最大化与认知风险最小化，推动后真相时代短视频传播

生态与社会认知秩序良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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